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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构与 “不决策” ： 对改革开放
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张海柱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导致合作医疗解体的直接动因是政府决策者的“不决
策”行为。“不决策”作为政策选择的一种隐蔽形式，它的合理性论证是在特定
话语的建构作用下实现的。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中，
合作医疗被建构为文革“左”倾的产物、“非生产性开支”和落后的初级健康
保障制度，从而遭到了质疑乃至“否定”。话语总是与权力关联在一起，话语建
构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农村医疗领域中，话语权的缺失是农
民群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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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３年以来，随着“新农合”的启动，合作医疗相关问题迅速成为国内社
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其中许多研究者集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合作医疗这一在“文革”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为
何会在改革开放初期短短的几年内迅速解体？由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传统合
作医疗制度，与当前实施的“新农合”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许多人可能
会认为在当前时期再来探讨这一“历史”问题缺乏足够的现实意义。然而，正
如历史制度主义所指出的，“制度的起源与变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镶嵌于整个
制度体系的演化过程中”（黄宗昊，２０１０：１６４）。新制度总是包含着旧制度的遗
产。只有将对制度的考察置于整个历史脉络中，才能对当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达成更为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本文认为，对传统合作医疗解体原因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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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事实上奠定了我们认识与思考当前“新农合”制度发展相关问题的基础。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原因，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

有研究者（乐章，２０１０：４４ － ４９）总结了影响制度解体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
环境的变迁（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丁宁宁，２００５；伍凤兰，２００９）、集体经
济的解体（刘远立等，２００２；曹普，２００６）、农村组织载体的消失（王延中，
２００１；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制度自身的缺陷（朱玲，２０００；王延中，２００１；
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等。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影响合作医
疗解体的各种因素的理解。然而，当前还较少有研究者从公共政策或政策过程
的角度来对合作医疗解体的现象进行解释（几个例外诸如：Ｌａｍｐｔｏｎ，１９７４，
１９７７；王绍光，２００８；张海柱，２０１３）。本文认为，这种政策视角的缺乏使得人
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决策者的主观选择在合作医疗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而这恰恰是影响合作医疗兴衰的关键性因素。例如王绍光（２００８：１２３）在解释
合作医疗解体原因时指出，“最重要的是，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中央决策者对农村
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之所以称之为“放任自流”，是由于合作医
疗覆盖率出现大幅度下降时，“忙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央领导人，对
此没有任何表态”（王绍光，２００８：１２２）。

之所以强调“政策”视角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合作医疗除了作为一项制
度安排外，还是一种政府行为或政策行为。对合作医疗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
现，尽管它最初是作为一项地方性制度实践而产生的，但是它的每一次大规模
“推广”或“普及”，都是在中央决策者的直接推动下实现的（张海柱，２０１３）。
因此，决策者（特别是中央决策者）偏好与行为选择的变化，是合作医疗制度
形成或变迁的直接动因。有鉴于此，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原因的探究，
必须落脚到医疗决策或政策的层面。

然而，尽管以王绍光（２００８）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明确指出了合作医
疗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取向）的变化，但是将之归结为国家决策者
“放任自流”的政策取向则值得商榷。因为尽管表面看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
策者并没有出台任何“削减”或“否定”合作医疗的政策文件，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对该政策领域的“放任自流”或“忽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察，本文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合作医疗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
“不决策”（Ｎ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的形式。“不决策”并非对相关政策问题的
“忽视”，而是“通过对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政治制度与程序的操纵而将真实决策
的范围限定在‘安全’议题之内”（Ｂａｃｈｒａｃｈ ＆ Ｂａｒａｔｚ，１９６３：６３２）的行为。具
体来说，尽管“削减合作医疗”并非国家决策者的公开目标，然而在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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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策略下，“它却偷偷进入了政府议程”（Ｄｕｃｋｅｔｔ，２０１１：６０），并顺利体现
在了现实中干预合作医疗发展的政策方案中。

那么，上述“不决策”行为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以“不决策”或隐蔽议
程的方式来“削减合作医疗”的政策选择，其“合理性”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通过话语理论（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的应用，本
文将详细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中，合作医疗是如何被赋予了
特定的意义，从而被建构为“削减”政策的对象的。这种考察事实上揭示出了
“话语建构”这一公共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它实质上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权力
运作方式。正因如此，通过对话语建构过程的“解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公
共决策过程的政治本质达到一种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话语与权力：政策论证中的话语建构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要想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除了决策程序上的
合法、规范外，还必须在政策内容的设计和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上具备充分的合
理性。由此，合理性依据（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成为公共政策设计中的重要组成要素，
它们的作用在于“对政策设计自身或其中某些特定部分进行解释、辩护或合理
化”，决策者要使用它们来解释“为什么要制定与实施特定的政策，以及为什么
可以期待该政策可以发挥效用”（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７：９９）。

对于政策合理性的强调凸显了政策论证（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重要性。
所谓论证，指的是“给出理由支持或批判可质疑的主张” （武宏志、周建武，
２０１０：３６）。政策论证则是“为了一项政策的采纳而给出好的理由（Ｇｏｏ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的努力”（Ｐａｒｉｓ ＆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１９８３：３）。作为现实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政策论证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却未能受到政策研究者的足够关注①。然而，正
如美国学者马琼（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Ｍａｊｏｎｅ，１９８９：１）曾指出的，“被政
治家们所熟知而社会科学家却常常遗忘的是，公共政策是由语言所组成的。无
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的形式，论证都是政策过程所有阶段的核心”。特别是对于日
益面临合法性危机的现代政府而言，对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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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许多主流的公共政策教材中均未明确涉及政策论证的内容，一个例外是邓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 Ｄｕｎｎ）（２００２：第４章）的著作。另外，笔者以“政策论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截至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只有１１篇文献明确涉及到了该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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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７５）与奥弗（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 （Ｏｆｆｅ，
１９８５）都曾指出的，“政府力图借助于那些能够解释政策是怎样服务于公共利益
而非特殊利益的合理性依据来解决这一（合法性）危机”（转引自：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３：３３９）。

政策论证事实上是一个基于证据与逻辑的“说理”过程，“说理”的最终目
的在于改变特定主体（决策者或政策受众）的行为选择。那么，通过“说理”
来改变“行为”的具体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呢？针对这一问题，美国符号互动理
论曾指出，“人类是以某些事物对他们具有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为基础，而对这
些事物产生行动的”（石计生，２００６：２８９）。“意义”即人类主体对外在世界之
于自身所具有的“价值”的认知与诠释。人们只有感知到某类事物对于自身具
有价值后，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说理”即是在论说“意义”。政策论
证在本质上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由于意义的表述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媒介，
由此引出了“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作用。

“话语”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或知识脉络中有着不同
的内涵指向。例如，语言学中一般将它界定为书面或口头交流单位，而社会科
学中则多将其界定为“产生于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观念或规则的集合”
（Ｈｅｗｉｔｔ，２００９：２）。就公共政策领域而言，对于“话语”问题的关注受到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政策研究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Ｗｈｉｔｅ，
１９９４）、“论辩转向”（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Ｆｏｒ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３）、“诠
释学转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Ｙａｎｏｗ，１９９６）和“审议转向”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Ｄｒｙｚｅｋ，１９９０）等学术研究焦点转换的影响。这些转向的共
同特征是重视“语言”（以及与此相关的“话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和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由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
变（林子伦，２００８：１５５）。政策话语研究者多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批
判理论等社会政治思想中汲取所需的理论资源。例如荷兰政策话语研究者哈杰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Ｈａｊｅｒ）（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４４）受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思想的启发，将
话语界定为“由观念、概念与范畴所构成的特定集合体”，它们主要作为一种
“意义媒介”而存在，个人据以理解和体验社会现实，并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情
境中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卡夫雷拉，２００８：２９ － ３０）。

上述对“话语”的界定秉持一种建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建构主义认为话语
在描述世界的同时，更是在积极地“创造”或“构成”世界。所有的社会现
实，包括主体或客体身份、制度、社会关系和知识等，都是经由话语而被赋予
意义，从而纳入到人类的感知、体验与实践范围之内的。任何事物如果不经过

７７

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话语的媒介作用是无法产生意义的，因而对人类自身而言也是“不存在”的。①
正因如此，话语可以被视为一种“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德赖泽克②，２００８：
９），并“构成了一种就某一特定问题进行谈论和书写的方式，由此形塑了人们
理解并采取行动应对该问题的方式”（Ａｌｖｅｓｓｏｎ ＆ Ｋａｒｒｅｍａｎ，２０００：１１３１）。话语
具有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对话语进行诠释与再诠释。对应于决策过程中，不
同主体基于不同的立场、认知与意图，可能会对同样的社会现象赋予不同的意
义，从而建构出不同的社会“现实”或“问题”。这些多样化的“现实”或
“问题”构成了政策选择的前提与基础，也成为政策论证的重要依据。

正是由于话语具有承载意义的媒介功能，现实中的政策合理性论证主要都
是围绕着话语的选择和意义的赋予来进行的。即，政策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视为一个话语（意义）建构的过程。具体而言，决策者或政策分析者在对某项
政策做合理性论证时，必然要诉诸特定的“事实”证据，并遵循特定的逻辑进
行解释说明。然而在建构主义话语理论看来，“客观唯一”的事实并不存在，现
实存在的（或者说对人类而言有意义的）都是经由特定话语建构产生的“话语
性事实”。同时，针对特定社会现象间逻辑关系的理论解释也具有“非唯一
性”③，要受到理论解释所归属的话语系统的约束。因此，政策合理性的论证过
程是一个对各种“经验事实”和论证逻辑进行选择性强调和选择性诠释的过程，
它们只有在特定的话语系统中才能够成立，否则都有可能会受到质疑（谢立中，
２０１２：１９７）。

不过，政策话语理论需要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既然政策合理性论
证并非“唯一”的，任何人都可以借助于特定话语（及其所承载的意义）来对
某一政策选择进行辩护，那么什么因素能够决定不同论证间“竞争”的结果呢？
换个角度来说，政策选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话语竞争的过程，什么

８７

◆专栏：话语分析与中国政策过程研究

①

②

③

需指出的是，建构主义存在“极端”建构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等不同的流派差
异，前者否认一切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世间所有事物都是在人类头脑中主观建构的结果，
而后者的立场较为温和，它并不否认客观物理世界的存在，但是认为对人类而言“有意义”
的并非物理世界自身，而是人类对它们进行的意义赋予与诠释，正如黄光国（２００１：４２５）所
言，“我们只能理解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本文
所持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建构主义立场。

Ｄｒｙｚｅｋ国内多译为德雷泽克，此处所引文献译为德赖泽克，特此说明。
关于理论解释的非唯一性问题，谢立中教授（２０１２：１９２ － １９５）认为主要是由于人

们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准确判断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社会现实本身
缺乏严格的规律性导致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难以进行准确验证，此外不同的理论解释所强调
的要素不同也可能导致针对同样的资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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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能够决定话语竞争的结果呢？针对这一问题，许多话语研究者指出，决定
话语竞争结果的，除了话语自身的合理性（所宣称的意义被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外，更重要的是话语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话语宣称主体的权力地位和所拥有
的资源状况（林水波、王崇斌，１９９８：２６３ － ２６４）。正是这些权力关系特征决定
了特定主体的话语宣称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一般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话语
宣称者是政府主体、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他们凭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占据
的较好“位置”以及各自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信息（舆论）资源与知识资源而
成为重要的话语行动者。相较而言，普通公众的话语“往往是借由上述三类具
有话语权的群体及其管道发出，同时也受其控制、操作和诠释” （闫志刚，
２０１０：７９）。

以上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过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一种
“外部”视角，即将二者作为独立存在的因素来探讨它们的关系。事实上，话语
与权力还相互“蕴含”，也即，话语自身就体现为一种权力，在权力的构成要素
中也有话语的一席之地。这也是为什么福柯将“话语—权力”作为一个综合体
来进行分析的原因。作为一种行为实践，“话语建构”过程自身就是一种权力运
作的过程。而且相较于公开的暴力、冲突、压制等权力形态而言，“话语建构”
是一种十分“隐蔽”的权力运作形式。

一方面，话语自其产生之后便“天然”地具有一种“竞争”（或“霸权”）
的本性。经由竞争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此形成一种权力秩序。在话语
主体对某一客体进行意义赋予与诠释的过程中，人们总是确信自己的诠释是
“惟一正确”的，是对现实“本质”的真实呈现。在这种思维取向下，一种话
语的产生必然要对其他话语进行排斥；某一话语占据话语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后，
也必然会压制新的话语的产生。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力运作形式的“话语建
构”，它一般并不依赖强制或暴力的行使，而是建立在人们的“同意”（或认知
上的“认同”）基础之上，因而具有“隐蔽”性。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
那些利益遭受损害的被压迫者、被排斥者往往认为这种不对等的社会地位是
“正常”的、“自然而然”的，而缺乏一种质疑乃至反抗的意识。“话语建构”
这一权力运作形式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特别是权力作用对象）的“同意”，
主要原因在于它总是涉及到知识（“真理”）的生产。福柯曾指出知识是“权力
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因素”（高宣扬，２００５：２６８），“不相应地构造一种
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福柯，２００３：２９）。在权力的生产与运作中，
知识的涉入可以塑造权力作用对象的感知、认识与偏好，“使人们接受他们在现
存秩序中的角色与位置”，“防止他们产生愤恨”（卢克斯，２００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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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政策论证过程中话语建构的上述特征，各种不合理、不公正的诸
如权力压迫、社会排斥与歧视等现象可能会经由隐蔽性话语的掩饰而获得合法
性身份。话语研究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话语建构过程的“解构”来对公共政策
的“合理性”依据进行批判性检视，揭示出“合理”（或看似“自然而然”的）
现象背后潜在的不合理因素，使人们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特定社会现象的
本质，进而为公正取向的制度或政策变革奠定基础。

三、研究方法与经验对象

本文诉诸于“话语（建构）”因素来解释政策合理性论证的过程及其实质，
这种政策话语研究与许多冠之以“话语分析”（例如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经验
研究———在那里，“话语分析”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不同，本文
所要进行的并非纯粹的语言学式文本／内容分析。相反，本文所谓的“话语”具
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上的特殊地位，以此为基础的话语研究表明的是一种基
本的研究取向（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话语取向的研究假定所有的社会现实（包括社会问
题、主体身份和政策干预等）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话语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话
语建构的过程进行“解构”，揭示出该过程中的各种权力结构，并对隐蔽的权力
压制、社会排斥等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去蔽”。因此，从研究定位上看，本文所
要进行的政策话语研究属于一种“批判诠释性”（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研究①，
也是一种后实证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②。

不过，政策话语理论对于“话语”自身的界定过于抽象，难以直接应用于
经验研究中。也即，虽然我们能够理解诸如“概念”“观念”“范畴”等话语的
形态内涵，但是除非借助于一些“可见”的“物质媒介”，否则我们无法方便
有效地来“把握”这些“符号性表达”（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６３６）。为了提升
政策话语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本文借鉴一些诠释性研究者的观点，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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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批判诠释性途径以建构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主张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理解与诠释上
的“多重性”，致力于通过不同诠释间的交流对话和对各种诠释的反思性审视来揭示出社会
现象之间的因果机制，并在一定的价值立场上对各种诠释所隐含的价值或意识形态宣称进行
揭露与批判。参见（彭蔞雯，２００８：１２３ － １２４）。

后实证主义反对实证主义研究的“客观性”假设与价值中立立场，它以建构主义为
哲学立场，重视观念、意识形态与话语的作用，强调权力关系、结构与行为主体的相互建构，
主张透过语言、论证或文字等材料，经由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分析，来探究公共政策与政策
过程的本质。参见（林子伦、陈亮宇，２００９：８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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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承载”功能的“符号／媒介”划分为三类：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行为事件（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和具有象征性的物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等（Ｙａｎｏｗ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Ｓｈｅａ，２００６：ｘｖ － ｘｖｉ）。借助于这种分类，我们
事实上可以界定出多种话语“载体”。例如“语言”就是一种重要的话语载体。
那些构成了话语的各种“概念”或“观念”事实上就蕴含在“语言”这种“可
见”的符号形式之中。除语言外，还存在许多其他话语载体，例如新闻报道、
广告、故事、神话、科学理论、仪式、行为实践，甚至广场、纪念碑等，只要
它们承载着特定的意义，就都属于特定话语的“载体”。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可
以透过这些载体来观察话语的存在及其作用。具体到本文对合作医疗政策的研
究，主要考察与合作医疗相关的政策文本、党政领导人讲话记录、媒体报道以
及学术研究文献等，这些资料均作为话语的载体而存在。

就“合作医疗”而言，它是作为一项农村医疗卫生筹资机制而产生与发展
的，主要涉及发展合作医疗事业的资金如何筹集和医疗卫生费用如何“分担”
等问题。与当前实施的“新农合”制度不同，本文所考察的传统合作医疗是一
种主要依靠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个人投入发展起来的医疗制度实践，它于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经历了“文革”时期的“辉煌”，并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
“解体”。对合作医疗“兴衰”历程的考察（张海柱，２０１３）表明，不同时期合
作医疗的实践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取向）影响下的结果。而在本文
看来，不同时期国家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又是在不同政策话语中被建构生成的。
改革开放初期以“不决策”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政策选择之所以能够顺利做出并
予以实施，也是在特定话语的媒介作用下经由特定方式的合理性论证后的结果。

在后文的经验考察中，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地呈现话语在合作医疗决策过程
中的建构性作用，有必要首先明确“宏观话语”（或“元话语”）与更为具体的
政策话语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特定话语符号所承载着的（或能够
承载的）意义的丰富程度来确定的。简单来说，具体政策话语直接对应于某一
个或几个具体的观念或概念，它们是决策者进行政策论证时的直接“论据”。而
宏观话语则更为抽象，也更具囊括性，体现为许多具体政策话语所构成的话语
体系。同时，宏观话语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特定主体可以对宏观话语赋予多重
意义，通过选择性诠释形成具体的政策话语，进而对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在合作医疗“兴起”到“解体”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建设取向、主导意识形态和宏观发展战略等均发生了改
变。正是由于上述状况，特定时期内主导着中国政治社会领域的宏观话语几经
更迭，由伴随着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合作化—公社化）而生的“集体化”话

１８

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语转变为“文革”时期不断彰显的“革命”话语，并最终在改革开放后被赋予
了新内涵的“现代化”话语所取代。在宏观上，“集体化”话语、“革命”话语
与“现代化”话语分别为特定时期的国家合作医疗政策赋予了“合理性”支
持。具体来看，上述合理性的论证又是借助于各种在宏观话语基础上所发展出
来的具体政策话语而实现的①。

本文认为，国家层面宏观话语的转换是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走向解体的
根源。具体而言，“文革”的结束标志着“革命”话语的消解，而“集体化”
话语也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民公社体制的终止而成为了历史。与此同
时，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中国重启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现代化”话语成
为中国各政策领域中新的主导性话语。下文将依次考察“现代化”话语的内容
和合作医疗在该种话语中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从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的。

四、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

中国的“现代化”话语并非始自改革开放，而是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是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对中国传统社会和制度全面冲击的结果” （林尚立，
２００９：４）。而１９４９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
国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主
义实践一旦展开，就直接面临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化为基础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实现现代化”，“落后国家要实践社会主
义，就必须将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实践放在一起同时进行，而在理论中，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即建筑在现代化发展比较成
熟的基础上”（林尚立，２００９：５）。由此，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落差，共产党执政
下的中国国家建设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张力。毛泽
东理想主义的国家建设取向是通过“革命”的逻辑让“现实”服从“理想”，
从而导致了国家发展的“扭曲”。

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
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亨廷顿，１９８９：３５）。因此，作为宏观
话语的“现代化”话语事实上体现为一个内容丰富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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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的限制和研究主题的考虑，本文无法对“集体化”话语与“革命”话语的
具体内容以及它们在合作医疗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详细阐述，这部分内容可参见笔者的另
一篇论文（张海柱，２０１５：３４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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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现代化”话语首先体现在政治与思想领域，即“拨乱反正”，全面反思
“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进行党内意识形态的创新。作为特殊背景下走
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意识形态领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为关键也是最敏
感的领域”（萧功秦，２００６：４６）。在经历了“文革”结束初期的多次尝试之
后，经由“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确立的“实践标准论”代表了中共成功的意
识形态创新的第一个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正视中国落后的
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选择，这标志着“现
代化”话语中“经济”维度的不断凸显。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看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关键在
于经济建设。邓小平本人曾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
工作上面”（邓小平，１９９４：１９４），“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邓小平，１９９４：２４０）。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阐释中，首要的就是“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１９９３：３５６）。此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原则的强调，均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国家建设的路径选
择转变为以经济建设统领现代化建设并进而导向社会主义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强调和１９９０年代后对市场化的过分渲
染使“现代化”话语的内涵长期囿于经济层面，社会与政治等领域的现代化发
展则相对滞后。有研究者将这种现代化取向称为“发展主义”（或ＧＤＰ主义）。
发展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随
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郁建兴、
何子英，２０１０：２１ － ２２）。尽管相较于１９９０年代（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
后）而言，１９８０年代的发展主义倾向尚不突出（李友梅等，２０１１：２１０），但是
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政策体系中，经济政策居于核心位置，包括医疗卫生等社会
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均成为经济政策的“配套”措施。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
以经济绩效或市场化标准作为衡量医疗卫生等政策改革成效的主要标准。在许
多社会福利的供给上，国家也在逐渐“退出”，将更多的责任推给了市场乃至居
民个人，从而导致改革开放前所建立的各种福利体系迅速解体。有学者指出，
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失去保障的过程”（沙琳，２００７：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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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化”话语中的合作医疗

“现代化”话语最初的影响体现在农村经济领域，逐渐推行包产到户的改革
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领域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就开
始了“现代化”取向的改革。１９７９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
律办事”（木木，２００６：２４）。改革的真正标志是１９７９年４月由卫生部等部委联
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①，“成本核算”“经济管
理”是该文件中的重要内容。

至于农村合作医疗，由于“现代化”话语的影响，它在国家决策者眼中的
“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现代化”话语的早期体现是“拨乱
反正”，反思“文革”中“左”的错误。在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将合作
医疗与“左”倾错误联系在一起而予以否定的“声音”，以至于１９７９年初时任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要特别进行“澄清”（人民
日报，１９７９）：

“四人帮”为了否定十七年，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历史，硬
把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的……一些同志不能
了解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产生和发展的真实历史，有的人甚至误认为是
“四人帮”搞起来的。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

然而，这种“澄清”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比较典型的体现是该年４月份
接任卫生部部长职务的钱信忠本人对待合作医疗的“态度”转变。在１９８０年初
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钱信忠在讲话中还明确表达了对合作医疗的“支持”
态度（张怡民，１９９９：１８５）：

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民
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
疗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
发，解决八亿农民看病吃药问题的成功经验……必须充分肯定，继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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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卫生部等，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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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办好。

在１９８１年初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尽管钱信忠在讲话中仍然强调“集
体经济和其他条件具备能够办合作医疗的地方，一定要坚持把合作医疗办好”，
但也同时指出“一些条件不具备，暂时办不起合作医疗的地方，可以实行看病
收费的办法”。事实上，这种强调“因地制宜”、要根据“地方实际条件”选择
是否创办合作医疗的取向在当时已经较为“流行”，典型的体现是《人民日报》
的相关报道对上述原则的多次强调①。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８１年卫生厅局长会议
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反思卫生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相应地，钱信忠在讲话
中特别指出“我们对‘左’的东西认识不够，对肃清卫生工作中‘左’的影响
抓得不够有力”（张怡民，１９９９：１８５）。在分析医疗卫生工作中“左”的具体
表现时，钱信忠指出（张怡民，１９９９：１８５ － １９３）：

脱离我国经济的实际水平，在某些方面包得过多……办合作医疗不考虑
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和群众自愿，强调报销比例越高越好，范围越大越好。

上述态度转变是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许多中央政府部门领导者对待合作医疗的
“主流”态度。１９８２年接替钱信忠担任卫生部部长职务的崔月犁也持该种态度，
他在１９８４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农村卫生工作时指出“全国农
村大队（村）……改变了合作医疗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了多种形式办医，
使办医形式更切合农村经济的实际，有利于基层卫生机构的巩固” （张怡民，
１９９９：２０２）。

根据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的回顾性材料，１９８０年代前中期“否定
合作医疗”的声音基本在卫生部内部占据主导位置，“在一段时间里，作为国家
卫生部，对合作医疗肯定的话少了，否定的话多了”（张自宽，２０１１：４２）。而
且据披露，在当时《健康报》内定了“一条规矩：凡属正面宣传合作医疗和农
村基层卫生组织集体办医的稿件，一律不准见报”（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２２）。无论
是对于媒体的“禁言”，还是相关领导者的态度，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对合作医
疗的“关注”在不断淡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１９８５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提交
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务院，１９８５）（其中规定“在
医疗制度上，可以实行看病收费，也可以实行合作医疗或其他的办法”）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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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报道可参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ａ，１９８０ｂ，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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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的“医改”话语不再涉及合作医疗；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的历次全国卫生厅局长
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在讲话中也不再谈及“合作医疗” （张怡民，１９９９：
２０９ － ２８１）。

“现代化”话语除了意识形态上的纠“左”之外，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对经济
建设的强调。为了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决策者特别重视
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要求各地杜绝“一平二调”“乱摊派”、大搞“非生产性建
设”等做法。比较典型的是１９７８年６月中共中央发布的“３７号文件”（中共中
央，１９７８），其中明确规定“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准无偿平调社、队的劳力、
财力、物力，搞非生产建设，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转引自：王绍光，
２００８：１２２）。在这一背景下，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被视为“一平二调” “穷吃
富”而被停办。例如１９７９年福建省卫生局专门发文指出“近两年来我省农村有
些社、队错误地把合作医疗看作一平二调，把赤脚医生作为非生产性人员裁减”
（福建省卫生局，１９７９：１）。这可以视为当时许多地方合作医疗发展中的一个
“缩影”。

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话语中的“经
济”维度进一步发展为对商品化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强调。受此影响，中国开
始了注重经济绩效与效率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革中也开始借鉴西方市场经
济体制国家的一些经验，主要体现在对国外“医疗保险”制度的借鉴上。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针对农村应实行何种医疗卫生制度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

争论，除了支持合作医疗的声音外，还有许多人倡导应当追寻健康保险制度这
种“世界潮流”（周寿祺，１９８７）。“保险”制度所呈现的“市场化”色彩①很
容易获得当时决策者的青睐。１９８７年卫生部与国家中医管理局联合制定的
《“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卫生部，１９８７）中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发展适合
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险制度”（转引自：王绍光，２００８：１２４），由此表明了
官方的基本态度。该年年底，卫生部在四川峨眉县召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学术
讨论会，探索适合我国农村的健康保险制度，随后又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农
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

在高度关注“医疗保险制度”的氛围下，一些地方明确进行了将“合作医
疗”改革为“健康保险”的努力。例如１９８６年上海金山县某乡镇领导在介绍当
地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时说，“我们是在上海医科大学和市卫生局指导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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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筹资方式上看，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突出市场主导特征，与此相对，免费（公费）
医疗则是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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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转为健康保险的”（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２４）。当时许多卫生部官员也认为
合作医疗与健康保险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合作医疗不具有保险性质，是一
种‘低级形式’，只能解决小伤小病；而健康保险则可承担较大风险，解决大伤
大病”（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２７）。类似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否定”合作医疗的
舆论氛围。

在当时，也有一些支持合作医疗的政府官员与学者努力将“合作医疗”与
“医疗保险”进行关联，力求论证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张自
宽（２０１１：４２）多次明确表示“合作医疗也是一种保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形式”，“合作医疗是不是中国式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我个人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１３）。也有研究者通过细致
的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合作医疗与健康保险“没有本质的区别” （周寿祺，
１９８７：５７）。但这种“异质”声音在当时受到了诸多批评①，未能阻止合作医疗
大面积解体的趋势。

综上，当“现代化”话语指向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时，合作
医疗被包括卫生部高层领导在内的许多人视为“左”的产物而予以否定；当
“现代化”话语指向经济建设后，合作医疗在许多地方被视为“非生产性开支”
而遭到削减；当“现代化”话语指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后，关注农村医疗卫生
问题的党政领导者又转而寻求“医疗保险”制度这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先
进经验”，并将传统合作医疗视为“落后”的初级健康保障制度。在改革开放初
期的“现代化”话语中，发展合作医疗既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也不具有
经济上的“效率”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隐蔽的方式削减或“否定”合作
医疗的“不决策”也就成为“合理”的国家政策选择了。

在几乎整个１９８０年代，否定合作医疗的政策话语之所以能够居于主导地
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问题上，台湾学者林水波曾指出，
话语竞争的结果除了与话语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如话语的真实性、正确性、可
信度、立论理由的充分度）相关外，还受到包括“时空系络的演展形势” “政
策自身的演展情势”与“政策网络的演展情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林水波、
王崇斌，１９９８：２６３）。在合作医疗政策场域中，从情境因素来看，针对合作医
疗的“不决策”事实上可以视为当时整个商品化、市场化取向的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的一部分。国家从该领域中逐渐“退出”，“给政策不给钱”（曹海东、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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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自宽（２０１１：前言）在回顾中指出“在１９８０年代因我坚持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基
层卫生组织集体办医，抵制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全面推向市场而受到无端指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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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锋，２００５），更多的医疗保障责任被推给了市场和社会（居民个人）。而从社
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国家财政的状况来看，１９８０年财政“包干”改革之后，中央
财政收入状况不断恶化，连续多年出现高额赤字（毛翠英，２００８）。在这种情况
下，对包括合作医疗在内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减少成为国家减轻财政负担的
一种主动选择。此外，从政策反馈的角度看，一些研究表明合作医疗所提供的
医疗服务质量低下（赤脚医生培训不足），除了“免费”或收费低廉外对农民
的吸引力有限（Ｄｕｃｋｅｔｔ，２０１１：６１）。另有研究者的计算表明，１９７８年农村集
体经济中用于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公益金人均只有２ ２６元（卫兴华，１９９４：
１５２），在农民患病特别是大病时，来自合作医疗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因此，
改革开放前推广合作医疗的国家政策在改善农民“无钱看病”问题上的真实效
果十分有限，这也是国家针对合作医疗的“不决策”在许多地方没有引发明显
质疑或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应用话语理论（话语建构论）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迅速解体
这一社会现象做出了一个解释。上文的经验考察表明，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
并没有出台任何“支持”或“否定”合作医疗发展的政策文件，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国家决策者对于该政策领域的“无所作为”或“放任自流”。相反，针对
合作医疗的决策仍在进行，只不过所采用的是一种隐蔽的“不决策”形式。不
决策是“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在共同体中那些对现存的利益或特权
的分配进行变革的要求被公正地表达出来之前可能被压制；或者被掩盖；或者
在它们获得通往相应的决策制定舞台通道之前被否决；或者，如果没有出现所
有上述这些情况，那么，就会在政策实施阶段中被损害或破坏” （卢克斯，
２００８：１０）。至于“不决策”的具体实现问题，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实现
途径或机制，本文所考察的“话语（建构）”即为其中之一。此外，本文对
“话语（建构）”的关注不仅仅揭示出了“不决策”这一重要政策形态的实现途
径，更重要的是尝试性解释了“不决策”为何能够经常性出现并得以存续的原
因，也即强调了政策话语（建构）的“合理性”论证功能。

具体而言，合作医疗领域的“不决策”体现为相关决策者在“现代化”话
语这一“宏观话语”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各领域的情境中，通过各
种具体的政策话语宣称活动对合作医疗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左”的产物、非生
产性建设、落后的初级建设保障制度），从而将其建构为一种“不合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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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的农村医疗保障政策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支持合作医疗的意见
或诉求被排除在国家政策议程之外，而且遭受到各种批判甚至政治上的压力。
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合作医疗的“辉煌”主要是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当这
种政策取向发生转变后，合作医疗的解体也就可想而知了。

话语总是与权力关联在一起，“现代化”话语建构下的合作医疗“不决策”
事实上也是权力主导政策过程的一种体现。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卢克斯（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在对权力进行分析时，将“不决策”视为权力的“第二维度” （卢克
斯，２００８：８ － １０）。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现实注解，
也能够让我们对政策过程的政治本质（权力运作）达成一种更为丰富的理解。
同时，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话语建构的权力运作具有隐蔽性。人们往往很难发
现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的存在或运作。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在考察改革
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原因时，未能发现“不决策”这一政策选择形式在其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原因。

对于农民群体这一合作医疗政策的受众而言，他们主要是作为消极的“被
建构者”存在，而非积极主动的“建构者”或话语宣称者。因此，他们在很大
程度上只是被动地承受话语这种难以察觉的、无形的“符号暴力” （张意，
２００５：１１９），在合作医疗解体使他们重新面对自费医疗的沉重负担时，也没有
引起太多的质疑或反抗来回应国家“退出”农村医疗保障领域这一在今天看来
并不合理的政策选择。

基于话语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假定，如果农民群体不能获得真正的话语
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诉求，那么他们在医疗保障领域中的弱势地位将无
法真正改善。由此来审视当前“新农合”制度的发展，尽管在国家的大力推动
与直接补贴下，农民群体的医疗福利状况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就其作为一
项“国家福利”而言，它基本上是经由国家自上而下所赋予的，而不是经由农
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包括群体动员、政治／政策参与等方式获得的。正因如
此，“新农合”的推广在带来农民医疗福利改善的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各种各
样的问题。例如当前国家的“新农合”制度侧重于“保大病”，这种对于大多
数人基本医疗需求保障责任的“放弃”，成为一些研究者所批评的“新农合”
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葛延风、贡森等，２００７：１３）。此外，在“新农合”实施
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贵药可报便宜药不可报”“大医院可报小医院不可报”等
问题，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挪用合作医疗基金、虚报参合人数套取财政补助等
现象，都表明了“参与”缺位下的福利接受所具有的“限度”。要想改变这一
状况，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各个方面对农民进行“增权”，切实提升他们在决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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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话语权。而当前医疗政策领域中的支配性话语能否实现由“福利”话语
向“权利”话语的转变，将是影响合作医疗制度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

参考文献
曹海东、傅剑锋（２００５）． 中国医改２０年． 南方周末，８月４日．
曹普（２００６）．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中共党史资料，３：１３４ － １４４．
邓小平（１９９３）．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１９９４）．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丁宁宁（２００５）． 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变化的经济、政

治、社会背景． 中国发展评论，１：１２ － ２５．
福建省卫生局（１９７９）． 坚定不移地办好农村合作医疗． 福建医药杂志，１２：１ － ２．
高宣扬（２００５）．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上）．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葛延风、贡森等（２００７）． 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国务院（１９８５）． 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国发

〔１９８５〕年６２号）．
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 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性发

展分析． 社会学研究，５：１ － １８．
黄光国（２００１）． 社会科学的理路． 台北：心理出版社．
黄宗昊（２０１０）． 历史制度论的方法立场与理论建构． 问题与研究，３：１４５ － １７６．
乐章（２０１０）． 制度、组织与组织化制度：长阳合作医疗个案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李友梅、黄晓春、张虎翔等（２０１１）． 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

（１９２１—２０１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林尚立（２００９）． 社会主义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的立场和实践． 社会科学战线，６：１ － １０．
林水波、王崇斌（１９９８）． 政策论述与政策变迁的关联性———批判取向的分析． 台湾政治学刊，
３：２４５ － ２７２．

林子伦（２００８）． 台湾气候变迁政策之论述分析． 公共行政学报，２８：１５３ － １７５．
林子伦、陈亮宇（２００９）． 重返民主的政策科学———审议式政策分析概念意涵与途径之探讨．

台湾民主季刊，４：１ － ４７．
刘远立、饶克勤、胡善联（２００２）． 政府支持与农村健康保障制度． 中国卫生经济，５：５ － ６．
毛翠英（２００８）． 财政压力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４：
４９ － ５３．

米格尔·卡夫雷拉（２００８）． 后社会史初探． 玛丽·麦克马洪英译，李康中译．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２００３）．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０９

◆专栏：话语分析与中国政策过程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木木（２００６）． 中国２５年医改路． 观察与思考，２２：２４ － ２５．
彭蔞雯（２００８）． 基层员警取缔性交易的执行研究：批判性诠释途径之应用． 公共行政学报，
２８：１１５ － １５１．

人民日报（１９７９）． 关于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几个问题———卫生部长江一真同志答本报
记者问． 人民日报，２月７日．

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ａ）． 因地制宜办好合作医疗． ５月３日．
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ｂ）． 从实际出发办好合作医疗． ５月３日．
人民日报（１９８２）． 合作医疗要适应农村新形势． ２月２３日．
塞缪尔·亨廷顿（１９８９）．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张岱云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沙琳（２００７）． 需要和权利资格：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
史蒂文·卢克斯（２００８）．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彭斌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石计生（２００６）． 社会学理论———从古典到现代之后． 台北：三民书局．
王绍光（２００８）．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
６：１１１ － １３３．

王延中（２００１）． 试论国家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中的作用． 战略与管理，３：１５ － ２４．
卫兴华（１９９４）．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威廉·Ｎ． 邓恩（２００２）．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谢明、伏燕、朱雪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１９８７）． “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８７）卫办字第３号］．
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１９７９）． 发送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７９）卫计字第５７９号］．
伍凤兰（２００９）． 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武宏志、周建武（２０１０）． 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修订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萧功秦（２００６）．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 天津社会科学，４：４５ － ４９．
谢立中（２０１２）． 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以“罗斯福新政”为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闫志刚（２０１０）．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郁建兴、何子英（２０１０）．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社会

科学，７：１９ － ２６．
约翰·德赖泽克（２００８）． 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张海柱（２０１３）． 国家建设、合作医疗与共同体认知：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过程研究． 载黄卫平、

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１１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海柱（２０１５）． 话语与公共政策：公共决策的话语建构解释途径———以农村合作医疗决策过

程（１９５５—１９８９）为例． 载岳经纶、朱亚鹏主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８卷）》． 上海：格

１９

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致出版社．
张意（２００５）．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怡民（１９９９）． 中国卫生五十年历程．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张自宽（２０１１）． 亲历农村卫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

版社．
中共中央（１９７８）． 中共中央转发湖南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

理负担的报告》（３７号文件）．
周寿祺（１９８７）． 合作医疗与健康保险的比较：兼论农村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基本策略． 中国

农村卫生事业管理，１２：１９ － ２２．
朱玲（２０００）． 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４：８９ － ９９．
Ａｌｖｅｓｓｏｎ，Ｍ． ＆ Ｋａｒｒｅｍａｎ，Ｄ． （２０００）．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５３（９）：１１２５ － １１４９．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Ｐ． ＆ Ｂａｒａｔｚ，Ｍ． （１９６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５７（３）：６３２ － ６４２．
Ｄｒｙｚｅｋ，Ｊ． （１９９０）．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ｕｃｋｅｔｔ，Ｊ．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Ｆｉｓｃｈｅｒ，Ｆ． ＆ Ｆｏｒｅｓｔｅｒ，Ｊ．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Ｊ． （１９７５）．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ｒａ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Ｈａｊｅｒ，Ｍ．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ｗｉｔｔ，Ｓ． （２００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２４．

Ｌａｍｐｔｏｎ，Ｄ． （１９７４）．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ｍｐｔｏｎ，Ｄ．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ｊｏｎｅ，Ｇ． （１９８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ｆｅ，Ｃ． （１９８５）．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ｒｉｓ，Ｄ． ＆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Ｊ．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 Ｙ．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Ｉｎｃ．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Ｎ．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Ｔ． ＆ Ｈａｒｄｙ， Ｃ． （２００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９（４）：６３５ － ６５２．

２９

◆专栏：话语分析与中国政策过程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 Ｉｎｇｒａｍ，Ｈ． （１９９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８７（２）：３３４ － ３４７．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 Ｉｎｇｒａｍ，Ｈ． （１９９７）．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Ｗｈｉｔｅ，Ｌ．（１９９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３（３）：
５０６ － ５２５． 　

Ｙａｎｏｗ，Ｄ． （１９９６）．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ｎｏｗ，Ｄ．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Ｓｈｅａ，Ｐ． （２００６）．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Ｉｎｃ．

３９

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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